
第45卷 第3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5No.3
2022年5月 JournalofYangtze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y2022

收稿日期:2021 11 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官考察决策与运行机制探折”(18FZS004);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

项目“录附、朱批、题本荆州驻防史料抄”(2017061)

第一作者简介:陈力(1979—),男,湖北黄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通信作者:张敏(1997—),女,湖北恩施人,主要从事清史研究,E-mail:1755238489@qq.com。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力,张敏.清代荆州府进士时空分布初探[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3):60-66.

清代荆州府进士时空分布初探

陈力  张敏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清代荆州府共产生109名进士,在湖北省进士人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时间上,荆
州府进士占全省进士总人数的比例起伏不定,且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则呈现出分布不均、区
域差异较大的特点。以上特点的产生与形成主要受国家政策、自然环境、经济及教育发展水平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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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产生以来,经过唐、宋、元
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成熟完备的状态。“科举为

抡才大典”[1](P3149),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吸纳了大

批人才。自科举制度废除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有关

科举制度的研究十分丰富,成果斐然。本世纪以来,

区域性进士群体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张建民《湖北

通史·明清卷》一书,简单阐述了清代湖北地区的进

士人数及时空分布。[2]张晓纪《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

理分布研究》一文,重点分析了清代湖北进士的地域

分布与变迁。[3]王美英《简论清代黄州府的进士》一

文,将研究范围缩小,探讨了清代黄州府进士的数

量、分布、生成机制及功绩。[4]相较之下,针对清代荆

州府进士的研究稍显不足,目前并没有出现具有代

表性的著作和文章,因此,有关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研

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同时期荆州府进士数量在全省占比的变化,

折射出该地区在不同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
进士的空间分布差异能清晰地反映出区域社会内部

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清代荆州府进士时空分布

差异的分析,以期为当今地方性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清代荆州府进士数量

清初沿袭明制,荆州府“领州县如旧。康熙三年

(1664)属湖北布政司,雍正十三年(1735)置宜昌府,

割夷陵、归州、长阳、兴山、巴东五州县隶之,乾隆五

十七年(1792)复割远安县隶荆门直隶州。今荆州所

属只 江 陵、公 安、石 首、监 利、松 滋、枝 江、宜 都 七

县”[5](P3)。因此,本文所统计的范围只涉及上述七县。

从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

共举行文科常科考试112次,其中正科84科,加科

2科,恩科26科。[6](P3)故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清代科

举考试中通过会试并最终获得进士出身身份的文进

士,不包括武进士,也不包括驻防翻译进士。张晓纪

在《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一文中列出清

代湖北 省 共 有1281名 进 士,包 括 荆 州 府 的107
人[3](P70);《湖北通史·明清卷》统计出清代荆州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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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8名进士[2](P619);《湖北省志》统计出清代湖北

省共有1288名进士,其中荆州府109名[7](P33)。笔

者根据《清朝进士题名录》,结合《明清历科进士题名

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史稿》及光绪《荆
州府志》、荆州府下辖各县县志,整理出清代湖北各

府州县共有1232名进士,其中荆州府109名,约占

全省进士总人数的8.85%。

  二、清代荆州府进士的时间分布特点及

原因分析

  就时间分布而言,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在湖北

省进士总人数中的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下降

过程中又呈现出高低起伏的特征,见表1。这一典

型特征的形成受国家整体局势及文化政策的影响较

大,现对形成上述特征的具体原因展开如下分析。
(一)清代荆州府的人口规模

要想讨论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在省内的发展变

化,就必须要先明确荆州府的人口规模。《湖北通

志》所记载的清代湖北省的丁口数为24770961[8](P1227),
荆州府为2475209[8](P1228),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0%。
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参考人数就越多,中进士

的人数也就越多。通过表1可知,荆州府进士人数

与湖北省进士总人数的比值在顺治、乾隆、嘉庆三

朝,高于荆州府总人口与湖北省总人口的比值。从

人口规模的角度分析,顺治一朝,荆州府进士人数处

于高水平;乾隆、嘉庆两朝处于较高水平;而康熙、雍
正、道光三朝处于较低水平;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则

处于低水平。

表1 清代荆州府历朝进士人数统计

年号 科数 荆州府进士人数 湖北省进士人数
荆州府在湖北省进士
人数中的占比/%

顺治 8 33 195 16.90
康熙 21 16 195 8.21
雍正 5 6 73 8.22
乾隆 27 24 212 11.30
嘉庆 12 14 125 11.20
道光 15 10 135 7.41
咸丰 5 1 43 2.32
同治 6 1 72 1.39
光绪 13 4 182 2.19
总计 112 109 1232 8.85􀪋􀪋􀪋􀪋􀪋􀪋􀪋􀪋􀪋􀪋􀪋􀪋􀪋􀪋􀪋􀪋􀪋􀪋􀪋􀪋􀪋􀪋􀪋􀪋􀪋􀪋􀪋􀪋􀪋􀪋􀪋􀪋􀪋􀪋􀪋􀪋􀪋􀪋􀪋􀪋􀪋􀪋􀪋􀪋􀪋

    资料来源: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光绪《荆州府志》及各县县志。

  (二)顺治朝占比出现高峰的原因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以范文程为代表的满洲大

臣就曾多次向皇太极建言献策,主张兴学校、开科

举。天聪三年(1629)九月,后金举行第一次科考,便
有很多藏匿的晚明儒士参加,朝廷将考试成绩划分

为三个等级,据此给予应试者不同的赏赐。[9](P73)此
后,又 分 别 于 天 聪 八 年(1634)[9](P236)、崇 德 三 年

(1638)[9](P566)、崇德六年(1641)[9](P750)举行科考。顺

治元年(1644)颁布的即位诏书明确规定了乡、会试

举行的具体时间[10](P95~96),科举考试逐渐制度化。
清军入关后,如何尽快平息战乱、安抚汉族精英

的情绪成了统治者重点考虑的问题。顺治二年

(1645)八月,时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廷“速遣提

学,开科取士”,以减少甚至消灭地方上的“反顺为逆

者”,维持地方稳定。[10](P167)同年,范文程又上奏“请再

行乡、会试,广其登进”[1](P9353)。当时江南地区就有一

些著名的科举家族积极应试,响应清政府。[11](P318)后
清廷突破乡会试三年一举行的时间限制,先后于顺

治三 年(1646)[10](P204)、四 年 (1647)[10](P249)、六 年

(1649)举行会试[10](P340)。由此可见,科举制度成了

清政府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进士取中人

数上也能得到体现。顺治朝平均每科录取383名进

士,高于光绪朝的314.4,更高于整个清代239.7的

平均数。[12](P54~55)也就是说,顺治朝取士人数远高于

整个清代的平均水平,在此种大环境下,这一时期荆

州府进士人数在全省的占比能高居首位,也就不足

为奇了。
(三)康熙朝较顺治朝占比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顺治朝后期,随着清军主力荡平云贵,吴三桂进

入昆明,永历帝败逃缅甸,郑成功避走台湾,几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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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抗清势力已被陆续消灭,全国已基本置于清政

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原本紧张的局势趋于和缓。统

治者随即对科举考试作出调整,以应对新的发展状

况。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命令各省根据实际情

况的不同而酌情减少乡试额数;顺治十七年(1660),
均照旧额减半,如四川乡试额数由84下调为42,广
西由60下调为30。[13](P88~89)

由于顺治年间“连开科举加解额较高,导致有功

名之人过多”[13](P89),康熙初年出现了“缺少人多,候
选壅积”[14](P189)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大臣甚

至提议暂停一科乡会试。[13](P89)乡会试虽未暂停,但
统治者绝不会、也没有理由放任可控的问题持续发

酵。因此,下调取中名额是最好的办法。除乡试外,
进士取中人数也在减少,康熙朝“平均每科录取194.7
人,是进士人数分布的一个低谷,也是清代每科考中

人数最少的时期”[12](P56)。顺治朝和康熙朝均取湖

北籍进士195名,而顺治朝只开科8次,康熙朝开科

21次,即可说明顺治朝后期开始实行的全面削减中

式额数的政策,确实影响到了进士取中人数。
(四)康熙、雍正两朝占比基本持平的原因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
国家发展渐入正轨。顺治朝利用科举制度笼络人心

的方式确实取得了预期效果。清朝初年,以明遗民

自居的人很多,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黄宗羲在明

亡之后,积极参与武装抗清活动,宁死也要维护明

朝[15](P808),后见复兴无望,遂隐居著书;康熙十五年

(1676)力辞“博学鸿儒”,后又拒绝入明史馆修史,可
见其不愿入仕的决心。但他的弟子陈锡嘏、郑梁均

为康熙年间进士,前者官至翰林院编修,后者官至高

州知府。默许弟子参加科考,就相当于默认了清朝

政权,由此可窥见遗民群体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雍正朝的文教事业在康熙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发展。首先,“清代会试中式无定额,……而以雍正

庚戌四百六名为最多”[16](P130~131),从进士录取人数

看,雍正朝开科5次,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299.6
人[12](P54),高于除顺治、光绪两朝之外的清代其他时

期。其次,雍正元年(1723)始开恩科后不久,雍正帝

又放松了对考生的资格限制,准许内外帘官子弟参

加科考[17](P363),扩大了考生来源。另外,雍正十三年

(1735),世宗谕令各省建立书院,挑选“文行兼优之

士”入学聆听教诲,使其学有所成[18](P665),为国为民。
但雍正帝在位时间短、开科次数少,这些有利于文化

建设的措施在雍正朝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雍正朝荆

州府进士数量在全省的占比只是与康熙朝基本

持平。
(五)乾隆朝较雍正朝占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发展,乾隆年间进入清代

发展的全盛时期。盛世的繁荣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

水平上,耕地面积从顺治八年(1651)的两百多万顷,
增长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七百四十多万顷;粮
食产量增加,甚至走向商品化,正所谓“湖广熟,天下

足”。[19](P443~446)

经济的发展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的增

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

帝下令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作为定额,此后

所生人丁,不再征收钱粮[20](P468),即实行“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上康雍年间持续的休养生息,
乾隆年间迎来人口增长的高潮,从康熙五十五年

(1716)到乾隆十六年(1751),荆州府“共增滋生人丁

一万一千一十丁”[21](P290)。
盛世的繁荣还体现在书院的新发展上。乾隆帝

即位不久便重申了雍正帝晚年的书院政策,并规定

“书院之长”必须学识广博、德行高尚,讲师必须“老
成宿望”,生员应当“立品勤学”[22](P487);通过“加赐帑

金、赐额、赐书”[23](P170)等活动,对各地有名的书院进

行表彰。此外,枝江丹阳书院、江陵龙山书院、石首

绣林书院均为乾隆年间修建;松滋山谷(鸣凤)书院

和公安南平书院也在这一时期得以重新修缮。总

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繁荣推动了科举事业的

发展。
(六)乾隆、嘉庆两朝占比大致持平的原因

乾隆、嘉庆两朝荆州府进士人数占全省比例大

致持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乾嘉年间大致算

是承平年代,大规模战争较少,乾隆帝为后世所标榜

的“十全武功”,清朝军队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且全

都在边疆地区展开,基本没有影响到内地。
其二,乾隆、嘉庆两朝参加科举的人数稳定。嘉

庆朝基本沿袭了乾隆朝的政策,人口在乾隆朝的基

础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人口的稳定意味着参加科

举的人数稳定。
其三,康乾盛世奠定的良好的社会基础。至嘉

庆朝,国家整体出现颓退之势,乾隆后期积压的社会

矛盾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显露出来,“嘉庆一朝,教
匪扰攘,略无政治之可言。且颙琰中主之才,颇事粉

饰,而运命已衰,盖已不可收拾矣”[24](P201)。农民起

义使整个湖北处于阶段性动荡之中,整体发展水平

不高,但因康乾盛世的余晖犹在,嘉庆朝荆州府的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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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业还是在艰难中取得了有限的发展。
(七)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占比持续下降

的原因

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被视为清朝由盛转

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嘉庆元年(1796)正月,在宜

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首先爆发了张正谟、聂杰

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序

幕。[2](P224~225)受此事件的鼓舞,枝江的刘鸣盛、宜都的

曾广宁先后与之响应,壮大起义队伍。[2](P225)起事于

嘉庆元年(1796)的襄阳起义军所进行的反清斗争持

续了将近七年,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湖北。[2](P225~227)

清政府“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1](P11208),付出了巨

大的人力财力。
道光年间,统治进一步腐朽,阶级矛盾愈发尖

锐。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天国十万大军分水

陆两路进入湖北,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第三次进

攻武昌、汉口之后,整个湖北“除施南、郧阳二府之

外,其他主线无不有太平军”[25](P55),“官弁仓惶无

计,众心涣散”[26](P456),在清军和太平军对武昌的反

复争夺中,普通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湖北地区

“有骸骨可收者十九万有奇,随江水而下者不知凡

几”[27](P46)。由于受到太平军的鼓舞和影响,十九世

纪五六十年代,湖北各地农民纷纷开展反清斗争,不
少农民起义波及荆州,松滋更是直接爆发了穷团起

义[25](P64),荆州本土成为双方交火的主战场。同样

受到太平军鼓舞的还有捻军,其势力发展迅速,后成

为太平军的强大盟友[28](P251),与太平军互相支持,互
相联络,多次攻打湖北地区[25]P68。道光年间至清

末,湖北地区“几乎无年不成灾”[25](P36)。战乱加上

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
自然也会影响到科考。

(八)光绪朝较同治朝占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太平天国定都后增设京试,考试内容也由四书

五经改为上帝教教义,对科举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冲击。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

河,张之洞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教育先行,方能实现自

强[29](P1126),极力兴办文武、实业各级各类学堂,以培

养洋务运动所需的各种人才,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

体制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并派

遣学生出国留学。清末湖北留学生的来源比较广

泛,全省60余个州县与驻防均有留学生,而江陵留

学生的数量位居全省前列。[7](P83)这说明近代教育开

始深入到传统科举地区,并影响教育风气的转变。
但上述变化并不能阻止传统文教事业随着清王

朝的没落而没落,光绪年间,内忧外患的困局更加严

重。首先,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湖北儒家经

典因屡经兵燹而损失殆尽”[25](P160),书院功能日渐落

后且毁废现象十分严重[23](P254)。其次,清政府也曾

努力恢复湖北地区的经济,但优先考虑的是有着优

越地理位置的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荆州地区的恢

复与发展则相对迟缓。最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

年(1901)宣布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主要是

广办 学 堂,建 立 新 的 教 育 制 度。光 绪 三 十 一 年

(1905)光绪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之《会奏请立停科

举以广学校折》,下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

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0](P273),遂废除了

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

  三、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空间分布特点及

原因分析

  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为不均,整体呈

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特点,且不同区域之间进士人

数相差较大,如江陵与宜都二县相差48人,见表2、
图1。区域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会对科

举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现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

上述特征的形成原因。

表2 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分布

籍贯 人数 占比/%

江陵 49 44.90
监利 26 23.90
公安 10 9.20
石首 10 9.20
松滋 7 6.40
枝江 6 5.50
宜都 1 0.90
合计 109 100􀪋􀪋􀪋􀪋􀪋􀪋􀪋􀪋􀪋􀪋􀪋􀪋􀪋􀪋􀪋􀪋􀪋􀪋􀪋􀪋􀪋􀪋􀪋

 资料来源: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光绪《荆州府志》及各县县志。

(一)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马
克思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差

异,进而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的差

异。[31](P407)自然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开展人类活动。
清代荆州府地势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

特点,长江贯穿全境,自西北流向东南(见图1)。西

北以虎牙、荆门二山与宜昌府相隔,地势较为险峻;
多条河流在此汇入长江,因落差较大,水流湍急。东

部、东南部地势较低,水流平缓,多丘陵、湖泊、冲积

平原。整体而言,东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

·36·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5月

资料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图1 清代荆州府地形简图

  宜都县内群山环绕,多洞穴、江心洲。复杂的地

形加上发达的水系,使得水灾频发,据光绪《荆州府

志》记载,从顺治元年(1644)到光绪五年(1879),宜
都共出现18次“大水”。枝江靠近河流凹岸,容易受

到河水冲击,共出现22次“大水”;此外,顺治四年

(1647)、五年(1648)、十五年(1658)及道光五年

(1825)还曾出现虎灾。[5](P2996)公安县内多湖泊、沼泽

低地,容易受到洪水影响,共出现21次“大水”。江

陵因靠近河流交汇处,经常出现水涨堤决的状况,府
志中共有21次“大水”记录,但因其为府治,抗灾能

力明显高于其他县。相较之下,松滋出现“大水”的
频率就少了很多,府志中共有10次记录。石首与监

利发生洪水的次数较松滋少,石首出现“大水”的记

录有7次,监利只有1次。
受制于先天的自然条件,宜都、枝江二县的发展

条件不如其他县,在基础本就薄弱的情况下,还频繁

遭遇水灾,枝江还受到虎灾影响,势必会对生产及教

育活动产生阻碍。
(二)政治因素

一个地区的发展,除了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还
必然会受到国家战略的影响。荆州“据上游,滇、黔、
巴、蜀往来所必经”[32](P1),自古便是形胜之地。三藩

之乱平定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定驻防之制,
设协、佐、防、校等官,而以将军、都统为之帅”[32](P1)。
咸丰年间,东南数省遭到战火蹂躏,荆州受到的影响

较小。清廷将荆州作为战略要点,“其后官胡诸帅因

无回顾忧,乃得以其间筹饷练兵,克安庆,援江皖,收

复金陵”[32](P1),从而扭转战争不利局面。由此可见,
清代荆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事职能更为突出。
“在府域范围内,只有各种条件最好的县城能成为府

城”[33](P204),府治城市作为地方治理的中枢,本身就

拥有其他县城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有效整合各方资

源,促进人才培养和科举事业的发展。从府学和县

学的师生员额来看,府学的规格为“国朝教授、训导

各一员,廪膳生员四十名,增广生员四十名,附县生

员不限额”[5](P533),而县学的规格为“国朝教谕、训导

各一员,廪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县生

员不限额”[5](P542)。相较之下,无论是师资力量,还
是办学规模,府学都更胜一筹。由此可见,江陵作为

府治城市,在办学方面享有由政治中心带来的独特

优势。
(三)社会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
“明清之际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剧烈的社会动荡,造成

了全国性的生产破坏、经济衰退”[2](P236),荆州所属

的江汉平原地区也不例外。清初统治者沿用了明朝

垦辟河湖地区的政策,先后出台了不同程度的鼓励

垦荒的政策,推动着土地垦辟的发展,江汉平原湖区

低地在清代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2](P236)越往河段

下游,土地垦辟难度越小。除了府治所在地江陵占

有绝对的后天优势外,荆州府进士人数较多的监利

位于河段下游,土地肥沃,易于耕作;而位于河段中

上游的宜都、枝江、松滋三县,土地垦辟难度相对较

大,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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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人口规模的差异也是影响荆州府进士人数

空间分布不均的重要因素。清代荆州府各县人口规

模如表3所示,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江陵的人口数量

远超其他六县,故其进士人数高居榜首,实在情理之

中。监利的人口数量仅次于江陵,其进士人数也位

居其二。江陵、监利的进士人数与人口规模大体保

持一致,而松滋、宜都、枝江三县的进士人数却与人

口规模不匹配,松滋、枝江二县的进士人数不及人口

更少的公安和石首,宜都更是只有一名进士。公安

比石首多将近七万人,但进士人数却与其持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人口规模越大,进士人数越多;而在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人口增长很难对人才培养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 清代荆州府人口数量分布

地区 人数

江陵 684720
监利 452532
松滋 365822
宜都 272883
枝江 271448
公安 249363
石首 178441

 资料来源:吕调元《湖北通志》。

(四)文化教育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各地区

教育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性科举发展水平的

高低。
清代荆州府官学及书院分布如表4所示,由此

可以明显看出,府学、县学所在地江陵,有荆南和龙

山两所书院,其中荆南书院是清代荆州府新建时间

最早的书院。公安、石首、监利、松滋四县的县学重

建时间较早,均在清军入关之后的十五年内,而枝

江、宜都二县县学的重建却推迟到康熙初年才进行。
除江陵外,各县均只有一所书院,且多为乾隆年间修

建。监利的大关书院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有着良

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咸
丰九年(1859)增修。同样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宜都

清江书院,却年久坍塌,咸丰十年(1860)才得以重

建。公安县学因水患几次倾圮,书院更是“屡修屡

圮”[34](P106)。枝江县也曾因水患致书院倒塌,当地政

府不仅要想办法治理水患,还要修缮书院。这不仅

增加了财政负担,还无法为士子求学提供一个持续

稳定的环境。

表4 清代荆州府官学、书院分布

学校名称 所属地 修复、建造时间   

荆州府学 江陵 顺治五年(1648)
荆南书院 江陵 康熙五十八年(1719)(新建)
江陵县学 江陵 明初建,康熙六十年(1721)迁建

龙山书院 江陵 乾隆十八年(1753)(新建)
公安县学 公安 顺治九年(1652)
南平书院 公安 乾隆年间(1736~1795)
石首县学 石首 顺治十年(1653)
绣林书院 石首 乾隆十九年(1754)(新建)
监利县学 监利 顺治七年(1650)
大观书院 监利 顺治七年(1650)
松滋县学 松滋 顺治十四年(1657)
山谷书院 松滋 乾隆四年(1739)(新建)
枝江县学 枝江 康熙三年(1664)
丹阳书院 枝江 乾隆四十年(1775)(新建)
宜都县学 宜都 康熙四年(1665)
清江书院 宜都 咸丰十年(1860)以前

 资料来源:光绪《荆州府志》及各县县志。

家学、家风也是影响士子成才的关键,他们大多

数家学渊源,崇尚读书科考。顺治十二年(1655)进
士李震生,其祖父李华国曾登崇祯丁丑明通榜,其父

李在恪,为顺治丙戌举人[5](P1745),其子李文辉为康熙

年间进士。刘懋夏的祖父曾任建昌行都司断事,其
父专心好学,声名远扬,其子鸿诰为康熙己未进士,
两为县令,以廉洁、能干著称。[5](P1803)顺治十五年

(1658)进士邹养赤为名臣之后,其先祖邹文盛为弘

治六年(1493)进士,除吏科给事中。[5](P1689)熊世谟

“祖梦祥,明万历癸酉举人,官宜良知县”[5](P1748)。康

熙十二年(1673)进士戴纵为“明四川兵备宾之裔孙。
家世蕃衍,为荆南望族。父昌隆,孝友力学,以经术

成就后进”[5](P1749)。这些进士能取得功名,大多得益

于良好的家庭环境,而在其取得功名之后,又致力于

下一代的培养,形成良好的家学、家风。江陵的进士

人数最多,从家风、家学看,江陵的优势无疑是最

大的。

  四、总结

统而言之,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占全省比例不

高,自顺治朝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下降过程中又呈

现出阶段性特征。顺治朝为尽快平息战乱、安抚汉

族精英的情绪,取士人数多。康熙、雍正两朝,国家

逐渐步入正轨,取士人数也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
乾隆、嘉庆两朝得益于盛世的发展,荆州府进士人数

较前代有所突破。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开始频繁爆

发的农民起义标志着清朝由盛而衰,后期不断有农

民起义波及荆州,加上道光至清末连年不断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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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严重影响着这一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太平

天国的冲击、近代教育的兴起及传统书院的没落,进
一步加剧了科举制度的衰落,所以即使光绪年间荆

州府进士人数在全省的占比呈缓慢上升趋势,仍旧

无法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
进士的空间分布大致与其地势走向保持一致,

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特点,且区域差异较大,江
陵几乎独占半壁江山,而宜都只有一名进士。江陵

因是府治所在,具备各方面的发展优势,其他地区的

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西北地区的发展水平

整体不如东南地区。一言以蔽之,国家政策、自然地

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均不同程

度地影响了清代荆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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